
guoxue.com 回首页 | 版权申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邮箱  

 搜索 

  搜索

 国学网 >> 正文  打印本页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作者：李勇 [2001-12-8 9:03:44] 

  一、儒佛会通的近代史背景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

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

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

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注：有关儒佛异

同及古代儒佛会通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佛学与儒学》，赖永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近代以来，儒佛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儒佛会通更为突出与深入。首先，儒佛之

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古代，儒家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不论

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都如此，佛家与道家一样，只能作

为儒家的补充成份而存在，所谓儒佛会通更主要的是指佛家对儒家的依附，因而严格意义上

的儒佛会通在古代并没有完全实现。而在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儒家日趋没落，甲午海战的失

利征兆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没落，维新思想家对儒家传统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1905年废除

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儒家赖以生存的政

治基础彻底崩溃了。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思想、文化领域

对儒家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儒家独占一尊、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注：参见《中

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学思想的新开展》，《中国儒学》卷四，庞朴主编，东方出版中

心，1997。）与儒家的命运不同，佛家在近代却有一种复兴的势头，佛家不像儒家那样依赖

于政治，而有其自身赖以存在与传承的宗教组织，因而佛家所受的冲击较少，不因政治的崩

溃而衰败，相反，社会混乱、政治动荡往往会使更多的人加入佛教徒的队伍；同时佛教是一

种世界性宗教，近代以来，日本、欧洲的佛教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客观上也刺激了佛教

的复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宗教救国论”，希望佛教能像基督教新教那样

担负起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佛教本身精深的哲理也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参与佛教复兴运动

（注：参见《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复兴的主要原因》，高振农著，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2。）。儒家的衰落与佛教的复兴使儒佛在力量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为儒佛实

现进一步会通提供了可能。 

    其次，西学东渐使儒佛二教联起手来，共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儒佛会通因而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与古代不同，佛教在近代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儒佛之间已不是中国

文化与处来文代的冲突、融合的关系，而是同为中国文化的儒佛二教如何共同面对西方文化

的冲击而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西方文化的传入远较2000年前印度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社

会的冲击巨大、强烈，中国文化，包括儒家、佛家都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共同的利益

促使儒佛二教联起手来，互相支持，互通有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儒佛的真正会通。如

有学者指出的：“随着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之风，在近代佛学复兴与儒家重建传统文化的过



程中，儒佛更是亲上加亲，相与为命，共同由封建的意识形态转型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其主要的情场。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现代新儒家与新佛

家。”（注：《佛学与现代新儒学·序言》，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儒佛会

通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儒家形成了“亦儒亦佛”的现代新儒

家，于佛教形成了“儒佛并重”的人间佛教（也有学者称为现代新佛家）。 

                        二、亦儒亦佛与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儒佛会通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新儒家（注：有关现代新儒家的起源有很多争论，本文以康

有为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最初奠基人，以梁漱溟、熊十力为正式创立者。）的共同特点，不论

今文经学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还是古文经学的章太炎，或者是现代新儒家的正式奠

基人梁漱溟、熊十力无不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亦佛亦儒，或出佛入儒；援佛入

儒、会通儒佛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佛教在儒家传统的重建与现代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

以说儒佛会通是现代新儒家产生的前提，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佛教成为儒家自我批判的工具。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长期以来被

统治阶级利用，沦为专制、独裁的工具，成为儒家现代转换的最大障碍，这一多年累积的痼

疾，已无法从儒学内部加以纠正，必须借助于外力。当西方的“科学”、“民主”的理论尚

未被中国知识分子掌握以前，对儒学弊端批判的主要武器是佛教，如维新思想家对封建专制

的批判、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主要是依靠佛家理论。而“五·四”之后，科学、民主成为社会

批判的主要武器，但与激进的“西化派”不同，儒家传统的维护者在吸收西方科学、民主的

同时，更多地依赖佛教改造儒学，如梁启超、章太炎，因为佛教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它既不

是西方文化，又不完全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非中非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满足了

当时儒家学者的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采取极端的西化立

场的心态。 

    大乘佛教中的“平等”、“救世”、“无畏”的精神正好符合当时思想界批判传统儒学

弊端的要求。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以佛教为理论框架改造儒学，以佛教的“苦谛”描述当

时灾难深重的中国，认为“苦”的根源在于“九界”，并以佛教的“平等”观破除“九界”

的不平等，达到“去苦界至极乐”的大同世界，为其变法做理论准备。谭嗣同的《仁学》也

以佛学为革命武器，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所谓“通”即佛教所说的“平等”，并反

复引用佛经中的“无人相”、“无我相”来说明“通”，试图以佛教清除儒家的弊病。章太

炎也以佛教“众生平等”的理论来引发出革命的结论，认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梁启超则认为“勇猛”、“大无畏”是佛教的精义所在，只有利用佛

教的“无畏”精神才能陶冶出惊天震地的人才。 

    第二，儒家对佛家宗教精神的引入。尽管我们习惯上称中国文化为儒、释、道三教，但

儒家重人伦日用，更多地关注现世，其宗教精神薄弱，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本来不强的宗教

精神全面坍塌，如何重建儒家的精神信仰就成为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展开的各种革命活

动往往需要流血、牺牲，宗教信念更显得重要。佛教恰好是一种终极关怀极为强烈的宗教，

能补儒家这方面的不足，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的大儒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佛教满足

了他们个人的信仰要求，如康有为、梁启超对佛教的生死轮回说深信不疑；梁漱溟为解决生

命的问题而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就义，与他的佛教信仰直

接相关。另一方面佛教信仰也成为他们增进民众革命信念的重要手段，谭嗣同以佛教轮回说

论证死的不可怕：“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感可祛也。”“则成仁取义，

必无怕怖于衷。”（注：《仁学·十三》。）章太炎强调“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

德”，认为要革命必须放弃功名利禄之心，像佛教那样视一切如“幻见幻想，没有丝毫留

恋，才是革命者的道德”，（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非说无生，则不能去

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说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众生皆佛，则不能去



退屈心；非举三轮清清，则不能去德色心。”（注：《建立宗教论》。） 

    第三，现代新儒学对佛教唯识学的吸收、改造。传统儒学重伦常日用，缺乏对形而上问

题的关注，虽有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构建了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但与当时传入的各种西方哲学

相比在学理上仍有很大不足，儒学若想在现代社会重新振兴，就面临着重建哲学体系的任

务，就必须吸收儒家以外的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在新的基础上张大儒家精神。现代新儒

家建构哲学体系大致有两条理路：其一，吸收、改造佛学；其二，吸收、改造西方哲学。其

中第一条理路更具影响力，儒佛会通是现代新儒家哲学构建的主要方向。 

        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对佛学的引入主要表现在对唯识学的改造上。近代以来，唯识

学以其严密的逻辑性、强大的思辨性倍受学界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与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有

很多相通之处，如梁启超认为康德哲学近似佛学，章太炎将唯识学与柏拉图、康德、黑格

尔、叔本华哲学做过很多比较研究，因而近代中国出现了以佛学会通中西哲学的倾向，“在

某种程度上，佛家唯识学乃中国近代哲学之母。”（注：《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

兴思潮研究》，李向平著，页2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以唯识学会通儒佛重建儒家哲

学体系从谭嗣同开始，经过章太炎，最终由熊十力完成，熊十力哲学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新儒

家理论构建的完成。“在生活感受和学识基础这两个方面，熊与上一阶段的谭嗣同、章太炎

等人倒一脉相承，比较接近，他们构造体系和酝酿思想的资料、手段和途径，都主要是通过

引佛入儒或由佛返儒以融合儒佛来构建新学。”（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略论现代新儒

家》，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1987。） 

    谭嗣同以儒家的“仁”会通唯识家的“识”，并杂揉西学的“以太”构建了庞杂的体

系，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是唯识学。章太炎以唯识学的三性说为框架建构了认识论哲学体

系，以为只有唯识家的“依自不依他”的“圆成实性”才是“无分别智”，才能最终把握宇

宙的“真相”。而熊十力可说是近代哲学家中融合儒佛思想的代表人物。（注：《佛教文化

与近代中国》页194，高振农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

唯识学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但熊并非只拘泥于唯识学，而是以儒家易学的阴阳翕辟、体用不

二来改造唯识学，“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如谓吾

为新的佛家，亦无所不可耳。然吾毕竟游乎佛与儒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

而已矣。”（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功能上》。）他自认《新唯识论》“以佛补儒

之缺，以儒补佛之失。”（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功能上》。）。 

                        三、佛儒并重与人间佛教的形成 

    佛教在近代中国有一种复兴的趋势，面对外忧内患，中国佛教放弃了闭门苦修的出世之

路，走上了慈悲济世的人间佛教，为佛教自身实现现代转换提供了一个契机。人间佛教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儒佛会通、佛儒并重，不论杨文会、欧阳渐的居士佛学，还是太虚大师倡导的

“人生佛教”，其入世的倾向、会通儒佛的特点是一致的。 

    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大都经过由佛返儒一样，人间佛教的高僧大德大都经过由儒入

佛的过程。“中国近代的缁素大德，绝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儒学转而向佛的，而在他们向佛之

后，也没有绝对排斥儒学者。”（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楼宇烈

著，载《1991佛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佛光出版社，1992。）尽管近代以来，佛学复兴，儒

学衰落，但并没有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这就说明旨在救世的佛教与标榜经世的正统儒

学之间不但难以互补，而且必然争个此长彼消。”（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页

17，邓子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诚然儒佛在近代不再像以往那样在治世、治

心上互补，但并非要争个“此长彼消”，而更主要的体现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

的失落，而同病相怜、互相支持。佛教并未因自己的地位上升，而不屑儒学，乃至兴灾乐祸

地向儒学抢占地盘，而更主要的是感到“唇亡齿寒”。儒家的衰败对佛家同样是一种打击，



尽管儒家独尊地位丧失了，但佛教同样不能上升为统治思想，因为西方文化已对整个中国文

化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儒家的没落也使佛家的伦理道德根基坍塌了。大多数佛门大德认识到

佛家与儒家命运的息息相关，如印光认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注：《复安徽万安校长书》。）中国佛教徒素有爱国传统，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义不

容辞地捍卫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儒释同源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儒

佛两家拯救世道人心的目标是共同的，因而近代的人间佛教的缁素大德无不倡导儒释同源、

儒佛并重。儒佛交融、会通儒佛也促使中国佛教实现现代转换，走上慈悲济世的人间佛教之

路。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儒佛并重成为人间佛教的共同倾向。 

    太虚大师自述其未入佛法以前，曾寝馈于孔、孟学术之中，迨皈依佛学以后，又将孔孟

经籍之精华，取而与佛乘相印证，认为儒佛互补、融合无碍，“就人生在世，须知孔子之道

不可须臾离，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注：《佛法与孔子之道——

十四年四月在太原洗心总社讲》。）圆瑛也曾自述其“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与

儒，实则同条一共贯。”（注：《放生会演说》。）并引宗密的话论证儒、释同源：“昔圭

峰宗密大师有言，佛、孔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洵为不刊

之论。”（注：《国民应尽天职》。）认为：“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

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曜，

固未可辄为轩轾。”（注：《〈佛儒经颂〉序》。）印光则认为：“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

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焉”。“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

能尽性学佛。”（注：《儒释一贯序》。） 

    与教内高僧倡导儒佛并重一样，居士佛学的大师也倡导儒、释一致。杨文会居士曾著

《论语发隐》、《孟子发隐》以会通儒佛，并认为在最高境界上“儒释同源，诤论都息

矣。”（注：《答释德高十八问》。）欧阳竟无居士不仅鼓励其弟子梁漱溟、蒙文通建立新

儒学，而且身体力行，弘扬儒学，认为：“孔、佛原来无异，而唐宋人异之，无病而药，又

药以医药”，“中国推至全球，唯有孔、佛，理必同一，余则支离曼衍，不可为道。”

（注：《与蒙文通书》。）晚年时感叹国难当头，而大量流通儒家经典，注释儒书，著《中

庸传》、《孔学杂著》、《四书读》等儒学著述，以弘扬传统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二，儒家经学的引入与佛教义学的复光。 

    宋元以后，中国佛教日趋衰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狂禅”盛行，佛门弟子不注重佛典

的研习，而以“机锋”、“公案”为究竟。近代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佛教徒的队伍，许

多大儒研习佛书，把儒家经学的治学方法带入佛学研究中来，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复兴。杨文

会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广收佛典，校勘版本，研究义理，使佛教义学得以重新光大，其弟

子欧阳竟无居士通过对经典原义的考证，以期重现佛学本来面目的“不史不实”的治学方

法，是儒家经学中“六经皆史”方法在佛学研究中的体现。更多的学者以清代经学的方法来

研究佛学，如章太炎以为：“此一术也（指唯识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

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注：《＠①汉微言》。）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

使之步入学术殿堂，成为一时“显学”。 

    第三，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 

    近代佛教的入世精神较之古代更为明显，不论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都以爱国救亡、

慈悲济世为己任，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互相辉映。敬安曾有“我虽学佛未

忘世”（注：《七律·赠吴雁舟》。）的诗句，他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学校，积极开展入世

的社会活动。有“革命和尚”之称的宗仰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是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担任

中国教育会会长，主编《苏报》，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期间，华山、曼殊、栖云等僧人直接

参加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师组织700余人的僧军，参加了上海、南京的光复之役。抗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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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举办各种祈祷和平法会，组织僧兵参加战地救

护，参与难民救济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积极推动佛教的世俗化，提倡教制、教产、教

理革命，倡导“人生佛教”。他认为：“末法时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

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佛教徒应走

出庙宇，积极走向社会，从事电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各种世俗活动。人间佛教的

济世精神深受儒家影响，是儒化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

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四、结论 

    儒佛会通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儒佛会通为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保持

自身的独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仅避免了过激的西化立场，而且为中国文化进一步消

化、融合西方文化赢得了时间。儒佛会通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初步转换，援佛入儒促

成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援儒入佛促成了人间佛教的形成。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在当代中

国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还远未完成，因而总结儒佛会通的历史经

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提供借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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